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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代际视角：中国大都市的住房分异

范晓光 吕 鹏

摘 要 既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中国的住房不平等。以家庭为

分析单位，从代际的视角，对“北上广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第

一，代际地位累积优势显著影响住房产权的获得，并且这种累积优势效应随着住房市场化的

推进而强化；第二，本地户籍和国有部门出身更有利于子代从福利房渠道获得住房，但对那

些来自管理者家庭的子代而言，他们更可能得到父辈的支持，并拥有商品住房，而稳定的管

理者却可以同时从两个渠道获得住房；第三，地位优势累积效应还在单位和户籍上存在内在

异质性。以上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的住房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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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住房是市场转型与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1]（P179-201）[2]（P150-171）。与欧美等西方发达
的市场社会不尽相同，住房在中国、东欧等经历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的经济体中，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

意涵。在再分配时期，国家对城市居民的住房分配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人们的住房主要受到单位类型、行

政级别和政治身份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市场化改革时期，福利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逐渐退出，商

品性住房的投资属性不断强化。这种渐进式的“双轨制”[3]（P23-41），已经成为中国财富不平等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是学术界重新审视市场转型的重要维度。

文献回溯表明，住房不平等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视角：一是市场转型视角。该视角着重讨

论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在居民住房获得中的作用，通过比较来揭示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转型何以影

响中国社会的住房不平等。二是生命历程视角。它主要是将住房置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对宏观的市场

化改革和微观的个体/家庭行为进行综合分析，以弥补市场转型视角结构化解释的不足。
然而，不论是市场转型视角还是生命历程视角，多数实证研究直接以住房的产权所有者或租住者

本人为分析对象。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式特征为子代购房成为父代家庭的应尽义务，城市子

女在住房资源获得上的代际累积在住房市场化的中国日益凸显 [4]（P119-142）。在再分配时期，住房领
域具有“再分配特权的商品化”特征；在住房改革阶段则体现出市场化机制和再分配机制的混合作用 [1]

（P179-201）。在整个住房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和家庭，这种“再分配”优势/劣势
和“市场化”优势/劣势是如何在代际之间形成累积效应的，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如何，却难以从已有文
献中获得较好的回答。在笔者看来，将市场转型和生命历程视角置于代际优势累积分析框架中，为进一

步解读中国市场化阶段的住房差异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中，主要存在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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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足：第一，代际累积优势主要集中于资源传递维度，而缺乏对地位继承的考察；第二，制度结构分析

以父代的职业和单位为主，未能将户籍纳入进来，也未将父子两代的地位结合起来分析；第三，代际累积

优势不同维度之间的关联未能被厘清。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将优势累积操作化为职业、单位和户籍等三个维度，着重回答三个问题：其一，

代际优势累积是否影响城市居民住房差异；其二，代际累积优势模式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其三，

代际累积优势是否存在时期差异。本文将首先在对文献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三组假设，然后呈现数据、变

量和统计策略，再报告主要的经验发现，最后提出结论。

二、市场转型、累积优势与住房分异：理论及假设

市场转型是社会学家对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概括。住房是再分配体制中

非常重要的分配对象，其在市场化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非国家力量的影响。正是在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

父子两代优势/劣势的累积很可能加速或扩大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化。
（一）从市场转型理论说开去

自倪志伟基于塞勒尼等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动力的理论，利用厦门农村的调查资料，提出著

名的市场转型论后，多数有关中国转型时期的不平等研究都在沿袭该理论视角。市场转型论的核心观点

在于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的“直接生产者”从中获益，而掌握特权的“政治

再分配者”则将失去优势，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 [5]（P267-282）。针对该理论的效度，诸多研究展开了对
经济转型社会后果的讨论，主要形成了权力维续论、权力衍生论等竞争性的理论；倪志伟对诸多批评做

了积极回应 [6]（P23-56）。最近，亦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出现以上分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利用收入来
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合适；当将住房替代收入后，市场转型理论再次得到了经验支持 [7]（P277-291）。
笔者认为，如果说市场转型论是试图对经济转轨的结构变化影响个体生活机遇给予预测的话，其它竞争

性理论则是通过添加“前提假定”后对该理论的扩展和细化，它们并没有撼动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框架。

本研究亦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局限于收入，住房在再分配时期和市场时期都表现为稳定的“有

价物”，它理应更符合市场转型理论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国家，住房市场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一是

再分配阶段。该时期的住房采取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实物福利分配制度，单位在住房分配中发挥决定

作用 [8]（P1-25）。由于房地产市场不复存在，住房的投资、建设和修缮等都由公共部门承担，住房多由
单位或专门的住房管理机构分配给职工。城市居民很难从市场等渠道获取住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享

有再分配权的干部精英不论是住房的面积还是质量都占据优势。二是住房私有化阶段。在该时期，政府

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先通过提高公有住房房租至市场价格，而后允许城市居民以低廉的价格（补贴或折

扣）从单位购买公共住房 [9]（P85-99）。经过改革，单位原则上不再建造福利住房，住房从实物分配转变
为货币化，公有住房全面商品化基本实现。由于住房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并存 [10]（P37-50），住房的
私有化在普遍扩大城市居民家庭资产规模的同时，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职工从中获利更大，反而强化

了住房不平等 [11]（P101-117）。
至此，经过住房私有化改革，商品住房逐渐占据住房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不过，与东欧国家不同，

中国的市场制度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享有公共权力的人有可能利用自己控制的公有资产产权或

市场准入原则，从体制外发展的商品房中获利 [8]（P1-25）。尽管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的“小普查”的统计分析，中国公共部门租用房屋的比例从 70% 下降至 40%，经历 20 多年改革，基本
完成了城市住房体系的“重构”[11]（P101-117），但是中国的住房市场仍呈现混合特征，即市场机制发挥
主导作用的同时，非市场机制在弱化，其中的管制、单位和户籍机制仍在起作用 [1]（P179-201）。概言之，
住房制度的双轨制仍然是中国住房市场化的重要特征。

然而，正如吴晓刚对制度主义的市场化转型研究所批评的那样，制度变迁直接导致了各社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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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回报的规则的变化，而对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新的分层秩序可能来源于机会结构的变动以及个体

随后向不同社会位置的流动（“机会—流动”论）[12]（P389-41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
获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是制度结构和个体社会行动者的共同结果 [13]（P27-44）。在双轨制时期，
购置房产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体交易行为，而是一个家庭乃至几个（原生）家庭的集体行为。最近，有学

者将住房置于父子两代人之中，提出父代利用非制度融资、房屋置换、馈赠等方式形塑其子代的住房分

层 [14]（P117-140）。笔者认为，基于“机会—流动”论，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从代际视角入手，有助于更好
地把握双轨制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差异。

（二）累积优势与住房分异

累积优势解释社会不平等在社会学中有悠久的研究传统 [15]（P271-297）。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默
顿有关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研究，又称马太效应 [16]（P56-63）。它主要是通过提高进入优势机会结构的概
率来实现，因为优势者更有可能或者更早进入机会结构中进行优势累积。根据布劳—邓肯累积优势模式
所强调的，个体因为具备某些特质而产生相应的优势或劣势，最终导致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近年来，该

理论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17]（P57-81），有学者将此模式引入中国住房不平等研究 [4]（P119-142），
提出代际优势/劣势累积的因果分析框架，以澄清累积过程中波动存在的理论不足。
在本研究中，代际累积优势是指某个人的家庭出身相对他人的优势（或不平等）和自身优势（或不

平等）的叠加效应。如前文所述，市场要素和非市场要素是影响中国住房市场形成的制度基础。本研究

认为，基于此的代际累积优势主要包括两种机制：其一，资源传递。父代的地位优势可以在市场转型的

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市场回报，通过实物支持、经济支持、居住支持等对子代住房提供帮助，使其在不动产

购买的起始就处于相对优势位置，它是形塑年轻代住房产权的重要因素。这里的资源包括通过住房私有

化得到的福利分房，也包括工资、奖金等收入。其二，地位继承。这主要是指优势地位的父代利用庇护、

教育投入、户籍等努力保持子代优势地位，或者进一步实现向上地位流动。这种优势地位的“再生产”使

得子代积累优势在住房市场上占得先机。概括而言，代际累积优势是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混合作用

的结果。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1：代际累积优势有助于住房产权的获得。
有学者基于对广州的个案分析，发现在住房的双轨制时期，父代利用居住支持在帮助子代等待单位

分房上赢得时间优势，而无法决定其是否获得住房，但在市场化时期父代以经济支持为主，代际支持的

优势/劣势对子代住房分异的影响更明显 [4]（P119-142）。笔者认为，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和广州
在住房市场化上很可能有许多共通之处，故提出假设 2：代际累积优势在住房市场化时期更明显。
过去的 40 年，市场转型引起中国社会职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管理者除了来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等的党政干部外，非国有部门中高级管理者和部分私营企业主也跻身此列，他们都属于优势

职业。不论在再分配阶段还是住房市场化阶段，该职业获得房改房、单位集资房和经济适用房等都具有

明显优势 [11]（P101-117）。同时，有限的商品房市场使先富者购买住房成为可能；在市场化时期，部分
权力精英仍然具备较强的寻租能力，从住房市场牟取利益 [18]（P101-114），至于那些在市场中打拼的管
理者，他们更有能力占有较高品质的商品住房。由此，对那些来自管理者家庭的子代而言，他们更可能

得到父辈的支持，并获得商品住房，但稳定的管理者很可能在两个渠道上都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1：管理者出身有利于从商品房渠道获取住房。
另外，家庭背景始终是影响中国民众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按照代际累积优势的第二个机制，国有

部门出身的子代进入国有部门的可能性更大，进而从福利房渠道获得住房。同时，中国的户籍具有天然

的继承性，包括经济适用房、房改房等住房优惠政策都仅对户籍人口开放，因此，本地户籍居民比其他居

民更可能从福利渠道获取住房。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3.2：国有部门和本地户籍出身都有利于从福利房渠
道获取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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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中国越来越走向绩效社会。但是，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国有部门采取的是有限绩效主义，一般弱于外资、私营企业等市场部门 [19]（P435-463）。管理者父代更
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从国有部门获得住房，或者更早地拥有商品住房，他们的资产在一波又一波的房价

上涨中实现倍增，通过变现的方式支持那些身处有限绩效工作部门的子代购买商品房。对非国有部门的

子代来说，他们在经济能力上的差异更大，优势家庭出身的影响未必会强。同时，笔者认为户籍维度也

存在类似的模式。此外，对非本地居民而言，他们的职业地位总体上不如本地居民。如果其父代来自国

有部门，或有本地户籍，累积优势在这些居民中就更为明显。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1：管理者出身的累积
效应对国有部门的子代/本地子代更有优势；假设 4.2：本地户籍出身对非国有部门的子代更有优势；假
设 4.3：国有部门对非本地子代更有优势。

三、研究数据、变量与统计方法

由于住房市场化更多是在中国城镇范畴而言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更为凸显。本研究以

“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试图讨论累积优势对居民住房分异的影响。为了确保结

果的稳健性，笔者还尝试用多种的统计方法进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北京、
上海、广州三地统一组织实施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
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的资助。此次调查采取两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为地图法随机抽样，在每个城市抽

取 50 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 20 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抽取 1 个 18-65 岁的居民作为受访者，共获得因变
量为 6000 的数据集，其中通过购买拥有住房所有权的城市居民数是 3529 个。根据研究的需要，数据清
理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量为 2704 个。
（二）变量操作化

1. 因变量。因变量主要有三个：（1）住房产权，是指被访者家庭对现居住住房的产权属性，分为完
全产权或部分产权和无产权。无产权的形式主要包括政府/单位免费提供、父母/子女提供、向其他亲友
借住等。（2）住房性质，我们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性质分为通过购买或继承的商品住房和福利住房。其中，
商品房除了一手商品住房，还包括二手商品住房；福利房包括房改房、解困房、安居房、单位集资房和经

济适用房。（3）住房品质，分为面积和总价两方面。住房面积测量的是被访者通过购买获得并拥有所有
产权的商品房面积；住房总价是指住房在调查时点（2014 年—2015 年）的市场价格，由被访者本人估
算所得。我们对它们都做了对数处理。

2. 自变量。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代际通常指的是父辈和子女两代人在地位上的某种关联。为
了抓住现阶段中国代际优势累积的内核，本研究选取了职业、单位和户籍，利用其代际流动轨迹来测量

代际优势累积。对流动轨迹的操作化测量是：（1）我们将职业地位划分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
员（包括少量小业主）、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其他，利用流动表得到了稳定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向上流动者、向下流动者等 9 种职业流动类型。本文将它们虚拟化，
以稳定非技术工人为参照组（=0）。（2）单位地位分为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其它，最后得到稳定国
有部门、非国有部门、跨部门和其它，以国有部门为参照（=0）。（3）户籍地位分为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
父子地位交互分类可以得到本地居民、新居民和外地居民三类，以本地居民为参照（=0）。

3. 控制变量。我们在统计分析中控制了个体人口学变量和家庭变量。人口学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
（女性 =0）、婚姻状况（未婚 =0）、党员身份（群众 =0）和年龄，除了年龄其它变量都做了虚拟化处理；
在家庭变量中，用 2014 年全家总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测量，并用家户人数作为家庭规模。此外，调查数
据覆盖北上广三城市，我们生成 2 个虚拟变量（北京 =0）。



范晓光 等：找回代际视角：中国大都市的住房分异 · 181 ·

（三）统计分析策略

我们首先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代际累积优势对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和住房性质的影响。其

中，对住房产权和性质分别设定虚拟变量（有完全/部分产权 =1，商品房 =1），然后，鉴于住房品质的
面积和总价都为连续变量，本研究利用中位数回归以克服极端值和残差分布非正态对统计结果的风险。

最后，本文还采用不同的拟合方案做了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住房差异的描述统计。表 1 显示，北上广的住房产权自有率达到 71.89%，其中通
过购买而得的商品房从 1998 年前的不到六成增加到现在的近九成，同时福利房的比例从四成下降到一
成。以上结果与既有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在拥有完全产权的居民中，稳定的职业群体占了近 1/4，稳定
的国有部门群体占了近 1/3，原生的本地居民超过了 70%，这说明来自优势家庭的子代在住房产权的拥
有上优势明显，当然仍有待接下来的多元统计分析来进一步检验。

（一）代际累积优势对住房产权和购房渠道的影响分析

获得住房产权是住房差异产生的第一步。表 2中的模型 1考察了城市居民的累积优势对住房产权
的影响。在职业地位维度，相对于稳定的非技术工人而言，稳定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获得

住房产权的机率都要显著偏高。具体而言，稳定管理者群体产权获得机率是参照组的 3.72 倍。值得注
意的是，样本中即使本人不是管理者，但其父辈的管理者地位也有利于其获得住房产权，同时向下流动

的子代平均而言也存在产权优势。以上发现说明，即使子代的职业地位不如父辈，但是父辈的优势地位

仍然有助于其在住房获得上占据优势。在工作单位维度，相对于稳定的国有部门群体，跨部门流动的子

代更可能拥有住房产权（p<0.001），其他群体与参照组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在户籍维度，非本地出身
的子代住房产权拥有几率显著低于本地居民。以上发现说明了累积优势在产权获得上的解释力，假设 1
得到支持。

模型 2 是对累积优势与购房渠道关系的检验。从职业地位的累积优势看，稳定管理者是否从福利
房渠道购买住房上没有显著差异，而管理者出身的非管理者群体却更可能从福利房渠道购买。以上结果

与我们的假设相反。在单位维度，相对于稳定的国有部门群体，非国有部门和其他群体都更可能从商品

房渠道购买住房；在户籍维度，非本地居民和“新居民”借助福利房渠道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本地居民。因

此，假设 3.2 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而 3.1 则不然。笔者认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管理者出身的子代更可
能获得高职业地位，他们在不同住房渠道都占据优势，因此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代际累积优势对住房品质的影响分析

下面我们从住房品质的维度来考察累积优势效应。表 3 比较了累积优势在单位类型上的差异。模
型 3 显示，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子代中，管理者出身的非管理者可能拥有更大面积和市场价值的住房，
向下流动的子代也有同样的特征；而在国有部门的子代中（见模型 4），稳定的管理者在住房面积和总
价上都显著偏高，其住房的面积更大，市场价也更贵。另外，系数比较分析表明，国有部门后代的管理者

出身比其他出身者的住房品质都要高，但在非国有部门则没有显现出清晰的模式。以上发现与我们的

预测（假设 4.1）一致。此外，从表 3 我们还发现，“新居民”（非本地出身的本地居民）在住房面积上要
小于本地居民，非本地居民的住房总价要显著低于本地居民，但在国有部门子代中没有类似结果（假设

4.2）。
表 4 报告了优势累积效应在户籍维度上的差异。在非本地居民中，职业维度的累积优势效应并不

显著（见模型 5）；在单位维度，国有部门出身不论在住房面积还是总价上都有明显优势。值得注意的
是，在本地居民中，管理者出身和其他稳定职业群体的优势显著，但国有部门出身并没有显著的累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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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的描述统计

变量 全样本
购房时期

1998年之前 1998年—2015年

住房类型

商品房 83.06 59.65 89.44
福利房 16.94 40.35 10.56
住房产权 1（有） 71.89 - -
面积（logged） 4.45（0.42） 4.20（0.39） 4.52（0.40）
总价（logged） 5.36（0.71） 5.12（0.71） 5.43（0.70）
职业地位

稳定的管理者 0.74 0.67 0.79
管理者-非管理者 4.59 5.99 4.28
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 3.25 3.1 3.35
稳定的办事人员 5.58 6.65 5.44
稳定的技术工人 2.44 2.66 2.37
稳定的非技术工人 7.99 11.31 6.98
向上流动 54.29 51.22 55.14
向下流动 19.23 17.07 19.64
农民/无业-非农民/无业 1.89 1.33 2
单位类型

国有/非国有-非国有/国有 23.41 27.94 22.48
非国有-非国有 8.43 5.54 8.93
国有-国有 30.29 38.58 28.34
其它 37.87 27.94 40.25
户籍

非本地-非本地 10.98 3.1 12.89
非本地-本地 15.61 13.75 16.15
本地-本地 73.41 83.15 70.96
个体特征

国有 51.26 60.75 48.95
本地居民 88.91 96.9 86.97
男性 45.53 41.02 46.63
年龄 43.47（12.77） 48.13（13.20） 42.28（13.18）
已婚 85.21 84.26 85.48
家庭规模 3.00（1.03） 2.73（1.04） 3.07（1.02）
家庭收入（logged） 11.85（1.37） 11.49（1.35） 11.95（1.3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7.79 21.73 17.36
民主党派 0.67 0.89 0.6
群众 81.55 77.38 82.04
城市

北京 23.74 33.04 21.68
上海 24.96 29.49 23.31
广州 51.29 37.47 55
样本量 2 704 451 2 149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住房产权的样本量为 4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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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效应。由此，假设 4.3 同样得到支持。
最后，我们来看不同住房市场化阶段的累积优势效应。在模型 7 中（见表 5），1998 年之前子代虽

然不是管理者，但是其管理者出身却使得他们在住房面积上具有优势；而 1998 年—2015 年间，除了非
管理者群体显现累积优势效应，管理者群体更可能获得较高总价的住房。比较表明，职业维度的累积优

势在市场化时期更明显。在户籍维度（见模型 8），本地居民的累积优势效应在 1998 年后凸显，而在此
之前却不显著。此外，单位维度的累积优势效应缺乏明显的时期差异，没有清晰的模式。以上结果与假

设 2 基本一致。

表 2 购房渠道和住房产权的 Logit回归分析

模型 1：住房产权 模型 2：购房渠道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职业地位

稳定的管理者 1.315* 0.708 -0.098 0.813
管理者-非管理者 0.449* 0.259 0.603* 0.310
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 0.710** 0.305 0.240 0.343
稳定的办事人员 0.500* 0.258 0.428 0.280
稳定的技术工人 0.284 0.291 -0.153 0.371
向上流动 0.205 0.156 0.069 0.197
向下流动 0.432** 0.175 -0.063 0.221
农民/无业-非农民/无业 0.367 0.338 0.456 0.448
单位类型

国有/非国有-非国有/国有 0.447*** 0.132 -0.080 0.153
非国有-非国有 0.191 0.167 -0.563** 0.248
其它 0.173 0.118 -0.483*** 0.154
户籍

非本地-非本地 -2.429*** 0.096 -1.176*** 0.251
非本地-本地 -0.472*** 0.122 -0.361** 0.158
男性 -0.061 0.079 -0.073 0.113
年龄 0.018*** 0.004 0.032*** 0.005
已婚 0.248** 0.117 -0.939*** 0.17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0.632*** 0.129 -0.081 0.147
民主党派 0.593 0.475 -1.745* 1.054
家庭规模 0.472*** 0.037 0.073 0.054
收入对数 0.124*** 0.026 -0.060 0.039
城市

上海 0.559*** 0.097 -0.302** 0.137
广州 0.950** 0.099 -2.063** 0.146
常数项 -2.844*** 0.394 -0.509 0.578
N 4 905 2 704
Log-Likelihood -2 105.501 -1 052.268
BIC 4 406.457 2 286.293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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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优势累积影响住房品质的部门差异分析

模型 3：非国有 模型 4：国有

变量 住房面积（logged） 住房总价（Logged） 住房面积（logged） 住房总价（Logged）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职业地位

稳定的管理者 0.180 0.137 0.139 0.199 0.325** 0.160 0.500** 0.250
管理者-非管理者 0.210** 0.083 0.266** 0.120 0.070 0.069 0.099 0.108
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 0.068 0.095 0.349** 0.138 0.082 0.070 0.098 0.110
稳定的办事员 0.130 0.080 0.313*** 0.116 0.183*** 0.059 0.211** 0.092
稳定的技术工人 -0.094 0.094 0.150 0.137 -0.032 0.084 0.009 0.131
向上流动 0.090 0.059 0.234*** 0.085 0.047 0.043 0.033 0.067
向下流动 0.110* 0.065 0.218** 0.094 0.058 0.049 0.044 0.077
农民/无业-非农民/无业 0.075 0.101 0.474*** 0.146 -0.037 0.112 0.238 0.176
单位类型

国有-国有 - - - -
国有/非国有-非国有/国有 -0.096*** 0.035 -0.054 0.050 - -
非国有-非国有 - - 0.024 0.044 -0.070 0.069
其它 -0.005 0.04 -0.180*** 0.058 0.103*** 0.034 -0.031 0.053
户籍

非本地-非本地 -0.033 0.038 -0.202*** 0.055 0.029 0.056 -0.080 0.088
非本地-本地 -0.084** 0.039 -0.058 0.057 0.002 0.035 -0.060 0.05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990*** 0.149 2.194*** 0.217 2.520*** 0.157 2.261*** 0.246
N 1 137 1 137 1 250 1 250
Pseudo R2 0.127 0.275 0.148 0.236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表 4 优势累积影响住房品质的户籍差异分析

模型 5：非本地居民 模型 6：本地居民

变量 住房面积（logged） 住房总价（Logged） 住房面积（logged） 住房总价（Logged）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职业地位

稳定的管理者 -0.051 0.386 -0.011 0.695 0.269*** 0.102 0.379** 0.158
管理者-非管理者 0.077 0.145 0.492* 0.261 0.158*** 0.051 0.184** 0.079
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 0.035 0.157 0.006 0.282 0.085 0.057 0.235*** 0.088
稳定的办事人员 0.072 0.157 0.234 0.282 0.172*** 0.047 0.268*** 0.073
稳定的技术工人 -0.271 0.234 -0.543 0.421 -0.070 0.061 0.036 0.095
向上流动 0.037 0.112 0.240 0.201 0.057* 0.033 0.072 0.052
向下流动 0.000 0.125 0.314 0.224 0.080** 0.037 0.098* 0.057
农民/无业-非农民/无业 -0.306 0.276 0.588 0.496 0.017 0.07 0.243** 0.109
单位类型

国有/非国有-非国有/国有 -0.185** 0.090 -0.454*** 0.162 0.010 0.024 0.001 0.037
非国有-非国有 -0.009 0.103 -0.412** 0.185 0.110*** 0.035 0.060 0.054
其它 -0.134* 0.081 -0.498*** 0.146 0.122*** 0.024 -0.022 0.037
户籍

非本地-非本地 - - - -
非本地-本地 - - -0.039* 0.024 -0.030 0.03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973*** 0.225 4.674*** 0.404 2.818*** 0.102 2.353*** 0.158
N 297 297 2 407 2 407
Pseudo R2 0.070 0.217 0.144 0.258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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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优势累积影响住房品质的时期差异分析

模型 7：1998年之前 模型 8：1998年—2015年

住房面积（logged） 住房总价（Logged） 住房面积（logged） 住房总价（Logged）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职业地位

稳定的管理者 0.087 0.252 0.282 0.355 0.167 0.103 0.353* 0.180
管理者-非管理者 0.235** 0.104 0.188 0.146 0.132** 0.054 0.188** 0.095
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 0.245* 0.129 0.108 0.182 0.051 0.058 0.087 0.102
稳定的办事人员 0.192* 0.098 0.328** 0.139 0.118** 0.050 0.216** 0.088
稳定的技术工人 -0.014 0.138 0.066 0.194 -0.139** 0.065 0.057 0.114
向上流动 0.065 0.069 0.030 0.097 0.043 0.036 0.099 0.064
向下流动 0.016 0.078 0.012 0.110 0.060 0.040 0.107 0.070
农民/无业-非农民/无业 0.211 0.190 0.087 0.268 0.011 0.072 0.298** 0.126
单位类型

国有/市场-市场/国有 0.171*** 0.056 0.017 0.079 0.057** 0.025 -0.110** 0.043
市场-市场 0.012 0.053 -0.005 0.075 -0.036 0.025 -0.060 0.044
其它 0.130 0.097 0.051 0.137 0.052 0.035 0.018 0.061
户籍

非本地-非本地 0.157 0.120 0.093 0.169 -0.055** 0.027 -0.239*** 0.048
非本地-本地 0.030 0.061 0.030 0.086 -0.070*** 0.025 -0.116*** 0.04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297*** 0.220 4.328*** 0.310 3.247*** 0.100 2.685*** 0.175
N1 451 451 2 149 2 149
Pseudo R2 0.109 0.331 0.104 0.241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1 表示购买时间有 104个缺失值

五、代际累积效应何以影响中国大都市的住房分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焦点转向住房分层和住房后果研究，但笔者认为并没有理由就此

否定传统范式的理论意义。本文承袭经典的分析范式，将住房作为社会分层的后果，基于机会—流动论，
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从优势累积视角讨论代际地位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住房差异

的。通过对“北上广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检验了三组研究假设，主要发现

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代际地位累积优势显著影响住房产权的获得，并且这种累积优势效应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

而强化。在 1998 年以前购买商品房的城市居民中，户籍地位和体制地位对住房面积和总价没有显著的
累积优势效应，而 1998 年—2015 年间，不论是职业、单位还是户籍维度，其累积优势效应都有不同程度
的增强。但是，由于 1998 年住房改革前购买商品房的比例较低，在样本量上与 1998 年—2015 年的差
距较大，故有待新的资料做进一步的平行检验。

其次，来自本地和国有部门的城市居民在福利房渠道获得住房上具有累积优势，但管理者出身并没

有在商品房渠道获取住房上表现出明显的累积优势。前者的发现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对于后者的发现，

我们的猜测性解释是，就那些来自管理者家庭的子代而言，他们更有可能得到父辈在实物和非实物上的

各种支持 [14]（P117-140），同时其自身较高的职业地位在市场渠道占有优势，故很可能同时从再分配和
市场两个渠道拥有住房。

最后，职业地位优势累积效应在单位和户籍上存在内在异质性。统计分析表明，管理者家庭的优势

累积效应，对国有部门的子代以及本地子代更具优势；同时，本地户籍出身对非国有子代更有优势，而国

有部门出身对非本地子代更为明显。这种内在的异质性，说明职业累积优势在解释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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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上，受到了单位和户籍的调节作用，并且该作用存在方向的不一致。

与其它东亚儒家文化社会相似，中国社会的住房获取很难抛开代际之间的关联和互动 [13]（P27-
44）。在住房市场化的当下，中国城市居民的购房行为越来越成为家庭全体成员集体协商和集体决策的
结果。本研究将市场转型和生命历程视角置于代际的分析框架之中，试图利用累积优势理论提出对双轨

制时期住房分异的新解释。一方面，代际分析框架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突破了既有研究以个体为分析单

位的局限，将家庭作为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行动者；另一方面，累积优势不仅包括获致性的职业地位

和单位类型，而且还有先赋性的户籍，强调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考察累积优势的资源传递和地位继承。

以上努力正是本文的立意所在，也是主要的创新点。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塞勒尼就曾指出，并不是只有企业家职业才能利用市场机会所带来的好处，
有相当部分干部精英同时享有官僚特权和市场特权，在住房领域存在“再分配特权的商品化”[20]（P102-
139）。本文赞同他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平等的动力机制的理论判断，但必须强调的是，官僚特权
转化为市场特权在市场化早期更为明显，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很可能从代内优势转变为代际

累积优势。正如本文所发现的那样，这种优势既可以来自资源传递机制，也可以通过地位继承机制实现。

如果不能从社会政策的层面加以干预，高地位群体的优势累积将不利于未来中国现代社会职业结构的

打造。

（本文的构思过程得益于与复旦大学刘欣教授的多次交流；张翼、李静松、黎相宜和张杨波等师友亦

给予了较多启发，在此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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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 Intergeneration Perspective Back in:
Housing Inequality in Metropolis of China

Fan Xiaoguang (Zhejiang University)
Lv Peng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tackles hou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ket transition and life course. In this paper, we employed the latest data of China metropolises
Studies to tes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urban family housing inequality. The results showed:
1) intergenerational cumulative advantag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obtaining ownership of housing.
This effect was enhanced along with the marketization of housing market. 2) people who had local
hukou and work for the state sector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children to obtain welfare housing, while
descendants from business manager’s family were more likely to buy commercial housing via support
of their parents. Stable manager family can even obtain housing from both venues. 3) the effect of
cumulative advantage had inter-heterogeneity on working units and hukou .

Key words metropolis; housing; cumulative advantage;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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